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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 *

——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

刘志军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杭州 310058）

摘　要：采用 2385 名新生代外来工的调查数据，通过相关行为倾向变量来考察童年期留守经历与个

体退缩型人格的关系。结果表明，有过留守经历者更可能“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意见”，

显示出比较明显的退缩型人格特征。其中以学前留守的影响最显著，而留守时间越长，影响越大。以

“愿否因自身权益受损参加维权活动”这一假想情境下的意愿变量、“是否怕被报复而不投诉权益受侵害

行为”这一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变量所做的参证分析及倾向值匹配前后的对照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

性。文章重点以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倾向测量验证了采用心理量表施测及定性研究所得的结论，并表明留

守经历对于退缩型人格的长期性影响可以从大学生等群体推展到普通的外来工群体。所得结论亦表明，

除结构逻辑和历史逻辑以外，对于新生代外来工的研究还需纳入生态逻辑，关注其童年期的发展生态系

统。由于退缩会对社会融入产生消极影响，诱发“半城市化”的社会结构张力，今后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需更多关注其人格发展，尤需对那些处于学前阶段的留守儿童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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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多年来，学界关于留守儿童及留守经历①的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障碍。从

结论来看，无论是社交退缩（齐红霞，2010；周玉明等，2019）、社交焦虑（Zhao et al., 2014；李梦龙等，

2019）、社会疏离（李艳兰、高国华，2015）、羞怯体验（谢其利、宛蓉，2016）、自卑胆怯（Musalo et al.,
2015）、孤僻内向（Ling et al., 2015）还是社会功能得分较低（Jia et al., 2010）、人际交往能力更差（Huang
et al., 2015）、对人焦虑恐怖倾向（TomŞA & Jenaro, 2015）、人生目标退缩（徐礼平，2013）等结论，都涉及

退缩问题。李彩娜和周伟（2009）基于大五人格的理论框架，认为具有上述羞怯胆小、焦虑自卑、孤僻

冷漠、遇事逃避等特征者可被归结为具有退缩型人格。

一般认为，退缩是一种心理和行为障碍，它包括行为抑制、社会退缩、社会性孤独等，表现为害怕

竞争、胆小懦弱、羞怯自卑、缺乏自信和进取心、过度焦虑、紧张不安、遇事尽量逃避等特点（陈道明，

2004；李彩娜、周伟，2009）。外在方面，则往往呈现为当处于挫折或感到不安的情境时，采取回避性行

为（郭念峰、毕希名，2000）。退缩行为是退缩型人格的外在表现，它主要受生物遗传因素、心理因素以

及环境因素（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方面的影响（郭洪芹，2008）。由于童年期的留守经历直接波

及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和亲子互动，诸多研究从后两个方面关注了留守对人格及行为的影响。无论是

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还是对于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等群体的研究，都已经表明留守经历与退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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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行为有着密切关联。相关研究显示，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退缩（赵红等，2007；廖传景，2015），对
人焦虑、恐怖倾向的检出率高（曾瑾，2007；Graham & Jordan, 2011； Zhao et al., 2014； TomŞA & Jenaro,
2015； Wickramage et al., 2015）；那些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也更倾向于采取回避、退缩的行为策略（张莉

华，2006；齐红霞，2010；唐胜蓝等，2013；谢其利、宛蓉，2016）。
由此可见，留守经历有可能增加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退缩的概率，且这种影响会在大中专学生等

群体中持续存在。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主要采用基于问卷的心理测验量表所得的

数值作为检验依据，或基于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质性观察资料做出分析，缺乏现实情境下外在行为变

量的定量研究。量表有利于标准化测量及统计分析，但用于测度人格这类内隐特征仍有较多的信效度

问题，虽经反复校验，依然面临挑战；定性的观察与检验则过分依赖个人的主观判断，在信效度方面也

受到质疑。因此，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外显行为数据来测量内隐的人格特征，成为另一条可选路径，可

与采用其他方法获得的结论形成互补和参证。二是对已经成年的有留守经历者的调查和研究仍主要

局限于大中专学生等学生群体，然而，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外来工②才是具有留守经历者的主

体。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显示，2000—2010 年间农村儿童的留守比例从 8.05% 增加到 37.73%（段成荣

等，2017），他们长大成年后，即构成了新生代外来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父母至少一方有外出经历的 80 后流动人口占 23.5%，90 后占 43.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可以

说留守儿童的大多数成为了新生代外来工，如果缺乏对于他们的分析，则相应结论是不全面的。鉴于

以上不足，本文希望利用一项关于外来工的抽样调查数据，在更大的社会和年龄群体中对童年期留守

经历与成年后退缩型人格的关联做出不同路径的检验分析。下文将首先对人格的决定因素、退缩型

人格的外在表现及其与留守经历的关系做一梳理，据此提出分析思路。 

（一）人格及其决定因素

“人格”是指一个人一致的行为特征的集合。在众多人格理论中，大五人格模型（OCEAN）因具有

跨文化、跨性别和年龄的稳定性，得以在世界各国被广泛研究和使用。DeYoung 等人（2010）和周明洁

等人（2016）认为，大五人格的普适性就在于其具有生物学基础，可见遗传的作用非常关键。

因而，许多人格心理学家都在致力于回答“人格有多少是遗传的”这一问题。Vukasović 和
Bratko（2015）对先前的双生子和家系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表明大五人格的平均遗传度为 37%。然而，即

便现代最为前沿的人格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也远没能揭示出与大五人格特质相关的基因（周明洁等，

2016）。因为基因作用的表现离不开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儿童期受虐待者的焦虑、

抑郁和社会退缩高于无受虐待史者（Al-Fayez et al., 2012），有受虐待经历的儿童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退

缩和回避，在学校生活中面临许多问题（马施、沃尔夫，2004）。此外，遗传基因与成长环境之间还具有

显著的交互作用，环境因素会导致个体的基因表达不同，从而出现不同的人格特征（周明洁等，2016）。
例如，Prados 等（2015）就发现，早期受虐待的经历通过影响个体的某些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从而对边缘

性人格障碍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环境和经历对于人格的影响也已在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得到验证。魏贤玉等（2007）对徐州市

某小学 179 名四年级学生的研究表明，受虐待儿童的社会能力较差。朱相华等（2012）调查了江苏省三

所高校的 2374 名大学生，也发现儿童期的忽视、情感虐待、外人虐待等受虐待经历对大学生大五人格

特质中的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都具有明显影响。朱文芬等（2017）对重庆市 66 对

12—18 岁的双生子青少年做了研究，也显示与退缩型人格相关的退缩行为、焦虑抑郁情绪等与加性遗

传因素及个体特异性环境因素均有相关性。由此可见，人格特质既受到先天的遗传基因的影响，也与

后天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密不可分。 

（二）退缩型人格的外在表现

退缩型人格的外在表现就是退缩型行为，它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遇事焦虑紧张，从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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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顺从策略的行为倾向直接相关。他们不敢抛头露面，不敢与人竞争，害怕当场出丑，采取躲避、

拒绝或辩解等种种消极手段，来应对预期的不利情境，从而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郭洪芹，2008）。一些

学者也将社交方面的退缩表现概括为社交焦虑（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社交场合和他人交往的紧张、害

怕、过分担心、害怕对视、不自在、回避等情绪与行为）并视其为第三大精神障碍（杨海晨等，2004）。
在儿童阶段，往往表现为抑制自己参与同伴互动并频繁表现出独自消遣的行为，包括害羞、社交淡漠、

焦虑退缩等多种亚型（Coplan et al., 1994；Rubin et al., 2009；张光珍等，2013）；成年后则往往在职场上表

现为消极懈怠、情绪耗竭、迟到缺勤、离职意愿提高、拒绝帮助等退缩行为（王燕等，2007；许晟等，

2019；Zimmerman et al., 2016）。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策略有助于逃避使自己不愉快的限

制和惩罚（魏荣，2002），消解挑战和冲突，使其处于一个消极安全的心理位置。但在旁观者的眼里，这

就是诸如胆小、懦弱、自卑、任人宰割、不敢声张、不愿出头、忍气吞声等性格特征。

如果运用大五人格理论框架（Digman, 1990）进行分析，则退缩型人格与“宜人性”中的“顺从”因

子、“神经质”中的“焦虑”因子和“脆弱”因子及“开放性”中的“价值观”因子相关。“顺从”因子高分

者往往尊重服从他人，克制攻击性，不喜欢与人发生冲突，为了与人相处，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否

定自己的需要，表现出恭顺、避让的特点。而之所以顺从和避让，则与“神经质”维度中的“焦虑”因

子、“脆弱”因子密不可分。“焦虑”因子高分者容易感觉到危险和威胁，容易紧张、恐惧、担忧、不安；

“脆弱”因子高分者在遭受压力时容易感到混乱、无助，遇到紧急情况时变得依赖、惊慌失措③。这些

都使得他们不会去挑战现有的秩序和权威，在“价值观”因子上表现出顺从和退让的特点。李彩娜和

周伟（2009）基于大五人格的理论框架，采用经邹泓修订后的由周晖等编制的“青少年五因素人格问卷”

对 911 名大学生做了调查，经聚类分析，发现五种人格特质以不同方式组合成和谐型、情绪型、退缩型

这三大人格类型，具有退缩型人格者往往羞怯、胆小、沉默寡言、多愁善感、过分焦虑、自卑、性格孤

僻、对人对事感情冷漠、遇事尽量逃避，因而社会适应最差。

由此可见，退缩型人格与焦虑、脆弱、恐惧、担忧、顺从、克制、避让、依赖等心理特质都具有密切

的相关性，其核心特征就是尽量规避冲突、风险和挑战。考虑到多数研究并未在调查分析中明确提出

退缩型人格的概念，本文将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将具有上述核心外在表现者都视为具有一

定程度的退缩型人格特征。 

（三）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

前述关于人格决定因素的海内外研究表明，人格特征会受到后天成长环境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

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影响基因的不同表达而产生的间接效应。童年期的留守作为一种生活经历，

意味着亲子之间的部分隔离与代理监护，其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家庭模式等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因此

必然对人格的模塑和发展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

过，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了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议题就是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相关心理特征和行

为特点的内在联系。

在儿童时期，退缩行为突出表现在社交退缩方面，包括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交往缺乏（Coplan et al.,
1994），广义的社交退缩还泛指儿童在所有场合下的退缩、害羞和抑制行为等（王丽双，2010），它与儿童

心理上的焦虑、抑郁等情绪密切相关（Asendorpf, 1991；Ladd, 2006；Gazelle, 2010；张光珍等，2013）。前

人对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表明，他们更容易出现自卑退缩等内隐性问题行为（谢玉兰，2007），更为胆怯

（Musalo et al., 2015），更为孤僻（Su et al., 2013；Ling et al., 2015），在紧张性、忧虑性方面得分都显著更高

（范方、桑标，2005），社会功能得分较低（Jia et al., 2010）；有着更高程度的社会焦虑（Zhao et al., 2014；李
梦龙等，2019）；人际交往能力更差（赵苗苗，2012；Huang et al., 2015），对人焦虑恐怖倾向的检出率也更

高（Graham & Jordan, 2011; TomŞA & Jenaro, 2015; Wickramage et al., 2015）。
在留守儿童成年后，上述人格方面的影响持续存在，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大中专学生、技校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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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等人群，分别从社交焦虑、社交退宿、人际回避、羞怯体验、性格倾向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可能有更多的人际交往退缩倾向的判断，初期来自于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者的观察

（张莉华，2006）。此后，有学者结合访谈资料与问卷调查针对有留守经历者做了回溯性研究，详细讨论

了父母离开对子女的人际交往退缩的显著影响（齐红霞，2010）。近年来的抽样调查（唐胜蓝等，2013；
谢其利、宛蓉，2016）以及质性研究（王莹彤、江涌，2016）也都表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羞怯体验显著

高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回避、退缩的人际交往策略。因此，社会疏离感和人际疏

离感都显著较高（李艳兰、高国华，2015），更加孤独和内向（温义媛、曾建国，2010），外倾性和开放性得

分显著较低，在人生目标上也相对退缩（徐礼平，2013）。
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那样，曾经的留守儿童中的大部分在成年后转换为新生代外来工，要探讨留

守经历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不能绕开这个群体。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新生代外来工表现

出来的新特征、新态度、新行为在 20 世纪末即引起王春光等诸多学者的注意（王春光，2001；刘传江，

2010；朱宇，2010；李培林、田丰，2011）。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2017 年我国 16—
59 岁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重为 78.3%。相关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已经表明，新生代外来

工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适应、社会团体参与率、学习倾向等方面的表现强于老一代外来工。其中一

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更具平等和维权意识，当他们发现过低的工资水平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时，就考

虑“用脚投票”以表达不满情绪（刘传江，2010），在发生劳动纠纷时，更有维权的勇气（王兴周，2008），在
处理方法上更为激进，手段也更加多元化，包括采用了老一代外来工没有使用过的暴力反抗和找媒体

帮助等方法，也更善于通过上访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李培林、田丰，

2011）。不过，在新生代外来工内部，也有着诸多不同，陆文荣等（2017）在研究流动人口的精神健康问

题时已经关注到了老一代和新生代外来工群体内部的年代差异。这启示我们，新生代外来工既具有某

些共同性，也具有多元性。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具有童年期留守经历。这种经历往往

具有多重影响，一方面外出务工的父母为家庭带来收入增长，也为孩子们听闻或者见识外面的世界打

开了窗口；另一方面，亲子隔离也对亲子依恋的形成及父母的言传身教带来不利冲击。在这样的环境

中长大的新生代外来工，有可能具有不一样的人格特点。从前人对于大中专学生、技校和职高学生等

人群的研究结论来推测，留守经历也可能对新生代外来工的人格特征产生较大的影响。

概览前人的研究，可见童年期的留守经历与留守儿童及其成年后的退缩型人格特质和行为都有着

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上文已经提及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现实情境下外在行为

变量的定量研究；二是对于构成有留守经历成年人的主体的新生代外来工还缺乏研究，因此需要做进

一步分析挖掘。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目前，国内尚缺乏关于童年期留守经历及当今状况的专题调查数据，刘林平课题组在 2010 年完成

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少有的问询过 1980 年后出生人群相

关情况的抽样调查数据之一。该项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 19 个城市的 4152 名“大专及以下学历、跨区

县流动、被企业或单位正式雇佣的外来务工人员”做了抽样调查。其中珠三角有 9 个城市，包括广州、

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和江门，长三角有 10 个城市，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

常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这些外来工分布在 3264 家不同规模、性质和行业的企业中。

该调查以城市外来人口的相对比例作为样本分配根据，将各省市政府部门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中性

别、产业、地区分布作为参数来确定各城市样本配额；在城市内部，又根据性别、产业和来源地区的分

布制订了配额表；然后根据企业规模分配企业样本；调查员根据配额信息和便利原则选择被访者（刘林

平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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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调查采用的是大样本、多地点的非概率抽样方式，但也有助于克服抽样时的地理集中和隐

藏的选择偏见，从而可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推论统计的可靠性，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刘林平

等，2011）。考虑到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才开始，有过留守经历的外来工基本

上出生在 1980 年以后，问卷也仅对这一部分人询问了留守经历方面的信息，因此，本文将采用符合这

一条件的 2385 个新生代外来工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自变量设置

留守经历是本文分析的关键自变量。本文所说的留守经历是指曾为留守儿童的人生经历。虽然

对于单亲外出还是父母双方都外出（含孤亲外出）才能归为留守儿童、年龄区间如何划分依然有着较

多争论（刘志军，2008a），但学术界通常将留守儿童界定为被外出务工经商的父母双方或一方留置在老

家半年以上的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段成荣等，2013；TomŞA & Jenaro, 2015）。本文出于以下三个方面

的考虑，将留守儿童定义为“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年龄低于高中学龄段的未成年人”：（1）相关

研究表明，上高中之后父母外出的影响甚小（王挺，2014）；（2）事实上，诸多学者也将处在高中学龄期的

未成年人排除在留守儿童群体之外，将年龄上限定在 14—16 周岁（吴霓，2004；段成荣、周福林，2005；
吕绍清，2006；范方，2008）；（3）《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
13 号）也将其年龄上限规定为 16 周岁，基本上等同于以初中学龄段为界。

刘林平课题组的问卷问询了在各个成长阶段“主要与谁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本文据此构拟留守经

历变量。首先，将小学之前、小学、初中任一阶段主要与父母之外的亲友生活在一起或独自生活的个

案定义为有留守经历者，因无从判断回答“住校”者是否与其父母生活在一起，均按缺失值处理，由此

产生“曾经留守”这一变量④。其次，因样本中有 97 个个案具有童年期流动经历，笔者将这些个案的留

守变量都设为缺失值，以消除外出流动经历带来的影响。第三，对小学之前、小学、初中各阶段是否留

守单独赋值，由此生成“学前留守”“小学留守”“初中留守”这三个变量。本次调查的 2385 个新生代外

来工中，除 494 人因具有流动经历或回答“住校”被设为缺失值外，430 人有过留守经历，其中 253 人有

学前留守经历、280 人有小学留守经历、290 人有初中留守经历。为消除多阶段留守对模型分析的影

响，在赋值“学前留守”变量时，凡有过学前留守经历者赋值为 1，无学前留守经历但有过其他阶段留守

经历者均设为系统缺失值，只有无任何留守经历者才赋值为 0，“小学留守”“初中留守”变量的赋值依

此类推。第四，考虑到不少人具有多阶段的留守经历，故根据学前、小学、初中三阶段的所有组合对留

守情况做出精细分类，生成“留守时段”变量。这一变量有 8 个赋值，分别是无留守经历（1461 人）、仅

学前留守（47 人）、仅小学留守（30 人）、仅初中留守（91 人）、学前和小学留守（63 人）、小学和初中留

守（56 人）、学前和初中留守（12 人）、学前小学初中都留守（131 人）。第五，为考察留守时间长度的影

响，又根据未成年期各人生阶段的留守情况，生成“留守段数”变量以对留守时长做近似度量，有过三

阶段、两阶段及一阶段留守经历者分别有 131 人、131 人及 168 人。 

（三）因变量设置及研究假设

退缩型人格是本文关注的因变量。前人关于退缩型人格相关表现的测量往往借助同伴提名问卷

（郭伯良等，2005）或量表类的问卷来完成，涉及的量表类型众多且各有适用的主题和人群。李彩娜和

周伟（2009）采用经邹泓修订后的由周晖等编制的“青少年五因素人格问卷”对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进行

测量，朱文芬等（2017）测评青少年的退缩和焦虑抑郁等行为问题时采用了 Achenbach 青少年自评量

表，陈云祥等（2019）使用邹泓与余益兵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量表”来测度青少年的消

极退缩与积极应对行为方式，许晟等（2019）则使用 Spector 等开发的五题项量表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

的退缩行为。但以问卷方法来测度人格这类内隐特征仍有较多的信效度问题，因此，通过外显行为变

量做出测量是另一条可选路径，两者所得结论可相互补充和参证。本文关注的群体是作为职场人士的

新生代外来工，因此对他们在职场上的相关行为表现加以考察，也能间接窥探他们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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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等学者在对职场员工的研究中，将表现在工作中的退缩行为定义为“员工应对自身与组织

间‘付出–回报’失衡的一种行为反应”（杨亚中等，2014）。可见具有退缩型人格者，如果认为行动会得

不到相应的回报，甚至是负回报，就会宁愿不行动，听之任之。Gupta 和 Jenkins（1991）则注意到，“当员

工察觉到组织中有令其反感的情境存在时，所采取的意在远离组织的态度或行为反应” 也是一种典型

的退缩行为。可见有退缩人格倾向者，当面对令其反感或不悦的情况时，往往不是积极地反抗、抵御，

而是消极地回避、远离。综合来看，职场上的退缩型人格者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往往认为积极行动未

必有正向效应甚至带来损失，因而倾向于少做努力或消极观望，以降低付出得不到相应回报的风险。

外来工作为职业劳动者，如果在他们的工作中也存在类似的行为，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人格的退缩性。

本次外来工调查问及“您是否就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对企业有过意见”这一问题，如果有意见，则问

询了是“所有意见都反映过”还是“反映过部分意见”或“从未反映过意见”。如果回答不反映或部分反

映，则进一步追问原因，可以多选，答项有“怕被炒掉”“怕被刁难”“反正说了也没用”“大家都不说”

“其他”这 5 项。其中的两个顾虑“怕被炒掉”“怕被刁难”涉及由于害怕自己的行动带来不利后果而忍

气吞声的退缩行为，因而是测量退缩型人格的可行变量。由此，本文提出核心假设，即“有留守经历者

更可能因为害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职工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见”，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可以表明

童年期的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有着显著关联。

个人及环境变量为控制变量，用以消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作用。本文参照相关文献（刘林平等，

2011）的通常做法，将性别、年龄组⑤、文化程度⑥、婚姻状况、工种等个人特征，老家类型（城乡）、流动

范围（是否跨省）、企业性质、所在班组老乡的多寡等环境变量设为控制变量（描述统计见表 1）。
 
 

表 1    模型控制变量描述统计（不含缺失值）

变量 值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1177 49.4
女 1208 50.6

年龄段
22岁及以下 1000 41.9
22岁以上 1385 58.1

婚姻状况
未婚 1630 68.4
已婚 753 31.6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51 48.3
高中 414 17.4

中专/技校 439 18.4
大专及以上 381 16.0

老家性质
城镇 760 31.9
农村 1625 68.1

流动范围
省内流动 664 27.8
跨省流动 1721 72.2

工作种类

普工 1006 42.3
技工 551 23.2

中低层管理人员 579 24.3
其他 243 10.2

企业性质

国有/集体 189 8.0
私有 1700 71.8
外资 479 20.2

班组老乡情况

无 643 27.1
较少 1213 51.1
较多 51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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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设检验思路

下文将首先分析留守经历是否会影响其就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对企业有意见的可能性及会否反映

这种意见的概率，以辨明这两个方面的群体性差异；其次，分析有留守经历者是否因更“怕被炒掉或被

刁难”而不反映意见；再次，以采用倾向值匹配后数据的同模型分析及两个参证变量的分析对前述分析

结果做出参照检验。本文的分析逻辑是：如果无论有没有过童年期的留守经历，都同样就职工劳动权

益问题有意见，且不反映意见者所占的比率也无差异，但有留守经历者更多的是因为“怕被炒掉或被

刁难”而不反映意见，就能表明留守经历与退缩行为及其背后的退缩型人格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特征值大于 1 的

4 个因子，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 19.17% 和 16.97%，均小于 40% 的临

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留守经历与劳动权益意见及反映情况

在 2385 名新生代外来工中，有 535 人表示就职工劳动权益对企业有过意见，1848 人无意见，2 人数

据缺失。就此问题做二元 logisitic 回归，考虑到各时间段的留守变量间具有相关性，故根据是否有过留

守经历、各人生阶段的留守经历、留守时段及留守段数分别建立模型。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并无显著

影响，不同人生阶段的留守经历及留守时段、留守段数也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无论是否有过及有过何

种童年期的留守经历，新生代的外来工对于劳动权益意见的感知并无群体性差别（结果见表 2）。
 
 

表 2    就劳动权益对企业有意见的 logistic 回归⑦

变量 曾经留守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留守段数

留守(非留守=0) −.053 (.139) −.097 (.175) −.037 (.163) .048 (.158) −.008 (.064)
样本数 1867 1691 1718 1730 1867

PseudoR2 .032 .030 .031 .028 .032
　　注：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标准误差，下同。
 
 

535 名就职工劳动权益对企业有过意见者中，有 473 人从未反映过或只部分反映过意见。采用同

样的模型，进一步分析留守经历会否使得他们更少反映职工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见，结果也表明留守经

历无显著影响（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反映劳动权益意见的 logistic 回归

变量 曾经留守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留守段数

留守(非留守=0) .186 (.372) .262 (.451) .084 (.448) .180 (.413) .076 (.165)
样本数 414 374 384 391 414

PseudoR2 .104 .106 .115 .112 .104
 
 
 

（三）留守经历与是否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意见

针对虽有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见但从未反映或只部分反映过意见的新生代外来工，调查追问了他们

“没有反映的原因”，可以多选，计有 284 人回答“反正说了也没用”，105 人表示因为“大家都不说”所以

自己也不说，32 人表示“怕被炒掉”，51 人表示“怕被刁难”，另有 31 人选择了“其他”。回答“怕被炒

掉”或“怕被刁难”的有 64 人，采用同样的变量组合对是否“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意

见做二元 logisitic 分析 (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可见，在六个模型里，影响显著的变量基本一致。从作为解释变量的留守变量来看，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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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留守经历对于是否害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意见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无论是从总的

留守经历，还是学前留守经历、小学留守经历、初中留守经历、留守段数来看，都是如此。比较而言，

学前留守的影响最大，而留守段数越多即留守时间越长影响越大。由于留守时段的分类较细，而进入

模型的样本数也偏少，导致相应的系数等数据仅具有参考意义，但从中也可以粗略看出学前留守经历

及长时间留守经历的显著作用。综上，本文提出的核心假设“有留守经历者更可能因为害怕被炒掉或

被刁难而不反映职工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见”得到证实，童年期留守经历与成年后的退缩型人格有着显

著的相关性。
 
 

表 4    “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意见”的 logisitic 回归

变量 曾经留守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留守段数 留守时段

22岁以上
(22岁及以下=0) −.892* (.444) −.996* (.465) −.879 (.467) −.946* (.472) −.935* (.445) −.962* (.458)

女性(男性=0) −1.038** (.376) −.836* (.395) −.831* (.392) −1.097** (.392) −1.054** (.378) −1.087** (.389)
已婚(未婚=0) 1.186** (.436) 1.123* (.455) 1.181** (.447) 1.194** (.447) 1.146** (.433) 1.185** (.443)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0)

高中 .219 (.456) .027 (.486) .198 (.466) .303 (.463) .125 (.458) .196 (.464)
中专/技校 .341 (.505) .279 (.510) .271 (.530) .311 (.529) .288 (.505) .171 (.526)
大专及以上 .304 (.639) .125 (.719) .226 (.675) .599 (.663) .309 (.636) .480 (.653)
农村(城镇=0) .522 (.403) .416 (.429) .532 (.422) .569 (.422) .538 (.407) .631 (.424)

外省人(本省人=0) −.511 (.411) −.417 (.431) −.486 (.426) −.405 (.424) −.478 (.411) −.418 (.420)
工种(普工=0) D3

技工 −.052 (.436) .032 (.452) .179 (.445) .055 (.445) −.006 (.437) −.002 (.442)
中低层管理人员 .061 (.487) −.014 (.515) −.084 (.535) −.029 (.513) .171 (.484) −.013 (.507)

其他 −.046 (.555) −.400 (.651) −.038 (.586) .009 (.559) .011 (.555) .015 (.559)
企业性质

(国有或集体=0)
私有 −.732 (.475) −.533 (.513) −.660 (.488) −.782 (.483) −.657 (.477) −.687 (.481)
外资 −1.307* (.606) −1.327* (.668) −1.491* (.645) −1.518* (.650) −1.179* (.604) −1.200 (.620)

班组老乡(无=0)

较少 .555 (.431) .448 (.472) .449 (.457) .429 (.439) .580 (.434) .503 (.438)
较多 .159 (.524) .075 (.566) .146 (.548) .255 (.534) .156 (.529) .123 (.535)

留守(非留守=0)/
留守段数 1.331*** (.396) 1.720*** (.491) 1.352** (.459) 1.318** (.423) .602*** (.173)

仅学前留守 3.446* (1.507)
仅小学留守 −18.941 (19453.014)
仅初中留守 .763 (.672)

学前小学留守 1.024 (1.192)
小学初中留守 1.330 (.830)

学前小学初中留守 1.699** (.562)
截距 −.935 (.751) −.863 (.811) −1.006 (.776) −.939 (.776) −.990 (.758) −1.025 (.771)

样本数 289 260 270 275 289 289
PseudoR2 .188 .174 .167 .197 .191 .218

　　注：***p<.001, **p<.01, *p<.05 (双尾检验)，下同。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的回归模型初步验证了留守经历会导致退缩型行为的假设。但正如 McLanahan 等（2013）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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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那样，使用横截面数据所做的分析存在着没有考虑到可能被遗漏的变量偏误以及反向因果关系的

风险，Luo 等（2008）的研究和 Zhou 等（2014）的研究也提出了有或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儿童之间可能存

在的系统性差异。为此，人们常运用一些创新性的方法设计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如采用倾向值匹配技

术以减少自变量与残差之间未观测到的相关性带来的选择性偏差（陶然、周敏慧，2012；Bai et al.,
2018），或进行变量替换、更改回归模型的计量方法、调整分类标准等（Zhang et al., 2014）。上文的分析

中，已经采用多标准分类法分别建构了模型⑧，对留守经历与相应因变量的相关性做出了初步的对照

性分析。下文将一方面做倾向值匹配后的对照分析以检验数据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将借鉴变量替

换的验证方法，采用参证变量对假设做出检验。

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基本目标是控制实验和参照组之间的系统差异。根据问卷所能提供的背景资

料，笔者选用了性别、年龄组、户口性质（农业、非农业）、老家性质（农村、城镇）作为倾向值的估计指

标，使用 SPSS 22.0 自带的 PS Matching 程序，估算了曾经留守、学前留守、小学留守、初中留守的倾向

值，并分别生成了匹配后的样本数据。倾向值匹配时，选用 logisitic 回归法进行倾向值估计，做最近匹

配，匹配容差为 0.1。由于多次匹配后的结果会稍有差别，我们对每一组数据的匹配都运行 5 次，然后

根据匹配前后的变量差（L1）的值，选择最小者为最终匹配数据。匹配后控制组与对照组数据的差异大

幅缩小（L1 值从匹配前的 0.202—0.228 降至匹配后的 0.024—0.054）。配对前后相关变量的标准差差

异点图也显示出明显的改善。这表明进行倾向值匹配后的数据可大幅降低样本的选择性偏差。

以匹配后的数据，首先做同模型的是否就劳动权益对企业有意见、是否反映劳动权益意见的 lo-
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并无实质性变化，表明有无留守经历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别（模型结果略）；其次，运

行同样的是否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意见的 logisitic 模型，核心结果见表 5。⑨

 
 

表 5    “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意见”的 logisitic 回归（倾向值匹配后）

变量 曾经留守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留守段数

留守(非留守=0)/留守段数 1.794*** (.476) 1.814*** (.530) 1.186* (.491) 1.283** (.454) .808*** (.207)
样本数 213 174 185 201 213

PseudoR2 .277 .203 .182 .196 .282
 
 

从上表可知，采用匹配后数据所做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前文的模型分析结果大同小异，因此，本

文所用的问卷数据并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相应的数据分析结果与选择性偏差无关，具有可信性。

采用新变量对假设做参证检验的关键是新老变量需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即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同一

个问题。为增加佐证力度，笔者从问卷里选择了两个可以反映退缩型人格的题目作为参证变量：其一

是针对所有受访者问询的“是否愿意因自身权益受损而参加维权活动”，其二是针对那些有过劳动权

益受侵害经历但没有投诉者问询的“是否因害怕报复而不采取投诉行动”。前者涉及对方是否愿意在

自身权益受损的假设情况下加入相应的维权行列，是假想情境下的意愿变量；后者则涉及那些在工资

待遇、劳动保护等自身权益已在事实上受到侵害后是否因有所顾虑而不采取积极维权行动，是现实情

境下的行为变量。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那些具有退缩型行为的儿童或青少年，往往回避、服从、胆

小，容许别人侵害自己的基本权利、愿望、情感及观点，导致自身权益被忽视和践踏（陈道明，2004；左
恩玲、张向葵，2016）。对于大学生（郭洪芹，2008）、职场员工（Gupta & Jenkins, 1991；王燕等，2007）等成

年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某一类人群更少愿意因自身权益受损而

参加维权活动，或者在自身权益已经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因为害怕报复而忍气吞声，就说明其更倾向于

具有退缩型人格。由此可见，上述两个变量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其人格是否具有退缩性，因而可以

作为参证变量进行分析。

针对第一个参证变量，采用与上文相同的自变量组合建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统计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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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愿因自身权益受损参加维权”的 logisitic 回归

变量 曾经留守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留守段数

留守(非留守=0)/留守段数 .392* (.170) .612** (.197) .399* (.199) .406* (.195) .206** (.076)
样本数 1700 1538 1562 1580 1700

PseudoR2 .032 .041 .034 .030 .034
 
 

从上表可见，在所有五个模型里，影响显著的变量也基本一致。作为解释变量的留守变量在所有模

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凡有过留守经历者，更少愿意因自身权益受损而参加维权活动，

其中也是学前留守经历的影响最突出，且留守段数越多，影响越大。这与前文是否害怕被炒掉或被刁

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意见的模型结果一致，表明留守经历确实与成年后的退缩型人格具有密切关联。

至于第二个参证变量“是否因害怕报复而不采取投诉行动”，由于个案数较少，不宜采用同样的 lo-
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因此采用交叉分析进行卡方检验，并将其结果与遭受权益侵害但不投诉的其他原

因“不知道可以投诉”“不知道去哪里投诉”“反正也没有用”“问题不严重”进行对比。相关的统计结

果见表 7。
 
 

表 7    “不愿因自身权益受损参加维权各原因”的交叉分析

无留守经历 有留守经历
卡方检验p值

是 否 是 否

不知道可以投诉 5 45 3 24 .879
不知道去哪里投诉 12 38 4 23 .343

怕被报复 0 50 5 22 .002**
反正也没有用 25 25 18 9 .160
问题不严重 19 31 8 19 .463

 
 

上表结果表明，对于其他四种原因，是否具有留守经历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有过留守经历的外来

工，更可能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投诉，再次表明前文关于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之关联的结论是比较稳

健的。 

四、总结与讨论
 

（一）留守经历对于退缩型人格的长期影响

根据发展组织结构理论和边缘偏离理论，出现在生命早期的问题或不恰当的社会学习可能发展为

日后持久的、更严重的问题（李珊珊等，2019）。上文的统计结果显示，留守经历确有可能导致成年后

行为方面的退缩。虽然叶敬忠、莫瑞（2005）、陈孜等（2012）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对留守儿童关注的

增多，加之其他亲属的悉心照顾，及同辈群体的充分补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爱母爱的缺失及父母

教育的缺位，也有助于加强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达到个性人格等方面的

成熟和完善。但前文的梳理已经表明，关于留守儿童的多数研究仍显示他们在人格发展方面的一些不

足（谢玉兰，2007；Zhao et al., 2014；Musalo et al., 2015）。对大中专学生、技校和职高学生等人群的调查

研究也表明，在留守儿童成年后，这种人格方面的不良影响还持续存在（张莉华，2006；唐胜蓝等，2013；
王莹彤、江涌，2016）。我们的分析结果确证了这一影响在普通的新生代外来工群体当中也同样存在，

表明了这种长期作用的普遍性。

事实上，留守经历影响的长期性，与学界得出的其他儿童期经历的影响也持续存在的结论是一致

的。海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儿童期创伤和虐待等经历对三维人格、五维人格、七维人格、卡特尔 16 种

人格特质、神经质等的形成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廖英等，2007；Allen & Lauterbach，2007；李翔等，2008；
李云等，2010；朱相华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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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的分析结论也为外来工研究提供了生态逻辑这一新的逻辑思路。前人的研究已经指出

了与结构位置或阶层归属相关的结构逻辑（外来农民工课题组，1995；国务院课题组，2006）、与地位变

化或代际归属相关的历史逻辑（王春光，2001；刘传江，2010；朱宇，2010）及这两种逻辑交会所形成的代

际与阶层的交互变量（李培林、田丰，2011）对新生代外来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从留守经历

对新生代外来工行为选择的影响来看，我们还需注意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发展生态系统，即还需增加生

态逻辑维度的考量。 

（二）留守效应的内部差异

由于儿童在留守期间的生活样态千差万别，个人特征形形色色，所谓的“留守负荷”（王挺，2014）也
就大小不一。因此，同为有留守经历者的人格发展结果也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差异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差别效应，分别表现在留守者的个人背景、留守段数、留守阶段等方面。对比前人

的相关结论，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各种因素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也可能有差别。

1. 留守者性别的差异效应

本文的主分析模型结果显示，男性更害怕被炒掉或被刁难而不反映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见，这一发

现与温义媛（2009）得出的有留守经历大学男生比女生更为内向和孤僻的结论具有内在一致性。但这

种性别差异，却与未成年时的性别差异恰恰相反。常青（2006）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表明，那些留

守女孩在退缩方面明显高于男孩；谢玉兰（2007）以中小学留守儿童为例所做的分析，也发现女生比男

生更容易引发抑郁焦虑、自卑退缩等内隐性问题行为。由此可见，性别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可能会随

着留守儿童的成年而发生变化，出现反转。

2. 留守时长的差异效应

留守时间长短的问题，从提出“留守儿童”这一定义以来就是关注焦点（刘志军，2008b）。此后，学

者们在分析留守的影响时，也将留守时长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基本的结论是，留守时间越长，影响

越大。如有研究发现，随着留守时间的增加，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功能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郝振、崔

丽娟，2007），倾向于有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范方，2008），更少亲社会行为（Fan et al., 2010），对社交

情绪的消极影响越严重（凌辉等，2012）。对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等群体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如

留守时间越长，人际困扰越多（李晓敏等，2009），越倾向于采取回避策略（唐胜蓝等，2013），留守时间显

著影响社交焦虑（吴丹，2015）。我们对新生代外来工的分析表明，在童年期留守的时间越长，在相关境

况下越可能采取退缩行为。这种差异效应与留守的当期影响一致。

3. 留守阶段的差异效应

Bandura 等人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社会互动进行社会学习（Cicchetti
et al., 1993）。这种社会化过程从儿童出生起就已开始，即从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发展。不过，童年也

可以划分为多个阶段，因此，不同阶段的留守是否具有差异效应就成为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多数研

究表明，在童年期不同人生阶段的留守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差异（刘志军，2018）。不过具体哪个阶段

的影响最大，则说法不一。Liu 等人（2009）发现，越早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有着越多的焦虑症状；李

晓敏等（2009）的调查显示，与父母分离时的年龄越小，成年以后抑郁焦虑水平越高，越少采用积极应对

方式；齐亚楠、杨宁（2020）指出，学前期是儿童社会退缩发展和干预的关键期；王挺（2014）的研究也表

明学前阶段留守对儿童人格特质影响更大。针对成年大学生的调查也显示，首次留守处于学前期则更

少倾向于合作策略，人际现状更不和谐（唐胜蓝等，2013）；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儿童阶段与父母分离时

年龄越小，产生惧怕型不安全依恋的可能性越大（李晓敏等，2010），惧怕型的原型是焦虑、害怕拒绝、

对自我和他人消极等，而这些都与退缩型人格密切相关。但也有研究指出，初中阶段的留守影响更大，

例如，温义媛（2009）对大一学生的调查发现，父母从孩子初中阶段开始外出务工组比其他组学生更内

向、掩饰性更高；王树明等（2011）发现留守经历对中学生造成的心理危害大于小学生；情绪性问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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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发生率也是初中阶段留守者显著更高（谢玉兰，2007）。
本文对不同阶段留守经历的模型分析显示，童年期所有阶段的留守经历都与成年后的退缩型人格

有着显著的内在相关性，其中又以学前留守的影响最为突出，而留守时间越长影响越大。这一发现与

谢玉兰（2007）、Liu （2009）、王挺（2014）等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结论一致，也与李晓敏（2009；2010）、唐

胜蓝（2013）等对于大学生等成年人群体的研究结论相近。 

（三）结论

1. 留守经历作为环境因素诱发退缩型人格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论者认为，遗传和环境共同构成了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一切心理

异常皆源自于童年的不幸生活经历（魏荣，2002）。由于个体不能直接面对和解决其所受的挫折情景，

自我就会调动回避、退缩防御机制，使其焦虑情绪得到减轻，导致退缩行为的产生（郭洪芹，2008）。对

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亲子间的地理隔离影响了父母与儿童的互动频率、互动方式和互动深度等成长

环境，直接波及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从而产生相对不安全的内部工作模式和抑制性气质，最终

引发退缩行为。前人研究已对这种影响有过深入探讨，本文采用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倾向变量的比较分

析表明，童年期留守经历确与退缩行为显著相关，佐证了退缩型人格不仅仅具有生物遗传学方面的内

在基础，也与儿童的成长经历与成长环境等外部因素关系密切。

2. 留守经历对退缩型人格的影响普遍且持久

现有的关于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大多是在学校进行的，研究当前大学及高职院校学生早前

的留守经历的影响的想法是相当实际的，因为他们集中在学校，并乐意配合此类研究。然而，在学校里

有许多独特的活动和组织来促进社会互动，所以基于这些学生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职场人士。

本文以新生代外来工为分析对象得出了留守经历容易诱发退缩型人格的结论，一方面论证了留守经历

的这种影响会持续到儿童期以后，表明了影响的持久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大中

专学生、技校和职高学生等学生群体身上，还可以推展到外来工群体，表明了这种影响的人群普遍性。

3. 学前期留守及长期留守对于人格退缩的影响更大

前文的多重分析表明，童年期所有阶段的留守经历都与成年后的退缩型人格有着显著的内在相关

性，其中又以学前阶段的留守经历与人格退缩的关系更大，表明了养育环境在儿童发育早期的重要

性。这一发现，与众多学者论及的生命最初的 1000 天是人一生中大脑发育最关键、最易受到环境因素

影响的时期的结论是一致的，也与埃里克森人生发展八阶段论中关于 6 岁以前是解决“基本信任与不

信任的冲突、自主与害羞（或怀疑）的冲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的发展任务的关键时期的理论观点相

符。此外，在童年期留守的时间越长，在相关境况下越可能采取退缩行为，显示出长期留守的累积负面

效应。

4. 政策与行动启示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

象。2017 年我国 16—59 岁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1980 年及以后出生者的比重为 78.3%（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2018），是劳动力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比率在 1980 年后呈现攀升趋势（段

成荣等，2017），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产业大军的有留守经历者的比率也会逐步上升。

Heckman 指出，缺乏支持性的家庭环境与童年和成人期的不良结果相关（赫克曼、罗斯高，2019）。
海内外的众多研究也已经证明，如果儿童早期各方面能力都得到充分发展，未来也会更容易适应社会，

成为更有效率的劳动力（王蕾等，2019）。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童年的留守经历具有多重影响：一方面外

出务工的父母为家庭带来收入增长，也为孩子们听闻或者见识外面的世界打开了窗口；另一方面，亲子

隔离也对亲子依恋的形成及父母的言传身教带来不利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新生代外来工，人

格健全发展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果他们在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下，能够获得更充分的照料，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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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会更好，成长为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对于我国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至关重要。此

外，考虑到留守经历对于退缩型人格的长期影响，且退缩会直接影响外来工的社会融入，带来王春光

（2010）等指出的“半城市化”挑战，我们对正处于留守状态的未成年人给予有针对性的关爱保护，也会

直接关系到未来这部分中坚劳动力的发展状况。因此，今后国家和社会需为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提

供条件和便利以减少留守儿童数量。今后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也需更多关注其人格发展，尤需

加强学前教育，对那些处于学前阶段的留守儿童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干预策略。此外，在既定政策

约束下，流动人口家庭也宜考虑不同时期留守的影响以做出相应的流动决策。

5. 研究局限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不能区分单亲外出和双亲外出进行比较分析，而这种不同可

能带来显著差异（温义媛，2009；李凡繁，2012）⑩。前人也关注到了父母与留守子女的联系与团聚频

率、监护人特征等对成年后的人格特征的不同影响（张莉华，2006；李晓敏等，2009；温义媛，2009；刘成

斌、王舒厅，2014；吴丹，2015）⑪。这些都因问卷所能提供的信息的限制未能做出探讨。此外，由于我

国的留守儿童自 1980 年代以来才大规模出现，到调查实施时的 2010 年，他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年龄也

只有 30 岁左右，因此，留守经历在更长人生历程中的影响，仍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致谢：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林平教授授权使用其主持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特此说明并致谢！刘志军工作邮箱：

liuzhiju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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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学界一般将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而被留在老家半年以上的未成年人。但年龄上限

说法不一，有 14 周岁（段成荣，周福林，2005）、15 周岁（范方，2008）、16 周岁（吴霓，2004）或义务教育阶段（吕绍清，

2006）等主张。留守经历即指曾为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
 

②相关的研究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外来工”“新生代流动人口”等不同的称谓，考虑到三者有很大程

度的重叠，在 2010 年以前更是如此，本文在后续的讲述中，一般不再对三者加以明确区分，特此说明。
 

③相关论述，参考了百度百科“大五人格理论”词条的总结。该词条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玮副研究员认

证，详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大五人格理论/7065662?fr=aladdin。
 

④指学前、小学、初中这三个阶段中是否有过任何一段的留守经历。
 

⑤可以纳入有无留守经历分析模型的样本的年龄均值为 22.2 岁，中位数为 22 岁，而 22 岁也是我国男性的法定

结婚年龄，可以视为社会意义上的成年分界线，因此以 22 岁为界，分为 22 岁及以下、22 岁以上这两个年龄组。
 

⑥因能进入模型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太少，将其合并到初中及以下部分。
 

⑦为节约篇幅，此表仅列出模型中留守变量的相关数据。“留守时段”也无显著影响，因其有 8 个取值，不便在同

一表格列出，故略去。完整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表 3、表 5-6 同。
 

⑧即按照时间段进行了留守经历类型的四种划分，参见前文“因变量设置”部分的说明。
 

⑨因倾向值匹配后的样本量下降，不宜再运行内部区分过细的“留守时段”模型，故略去。此外，为节省篇幅，表

中仅展示留守变量的相应参数，详细结果可联系作者索取。
 

⑩李凡繁（2012）的研究表明，双亲外出的曾留守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更高，温义媛（2009）的调查也显示，

母亲一方外出打工比父亲一方外出打工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内向、情感冷漠等方面的影响更大。
 

⑪相关调查指出，联系频率可能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和退缩行为（张莉华，2006；刘成斌、王舒厅，

2014），联系频次过低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较大不良影响（李晓敏等，2009），父母与孩子团聚频次越少，孩子会更孤独、

内向，情感也更冷漠（温义媛，2009）。而照顾人的引导质量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也比较重要（吴丹，

2015）。

（责任编辑     胡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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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Withdrawal Person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u Zhij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2,385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and  individual  withdrawal  personality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relevant  behavioral  tend-
ency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ose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were  more  likely  to “not  express  labor
rights complaints for fear of being fired or being dealt with despitely”, showing a relatively withdraw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  those  who  had  been  left-behind  during  preschool  period  are  most  significant  influ-
enced, and the longer been left-behind, the greater the influence. The robustness of the above conclusion was veri-
fied  by  comparison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reference  analysis  of  the  willingness
variable of “whether or not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ights movement to fight for oneself” and the behavior variable
of “not to complain about the infringement of rights for fear of reven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behavioral tendency in  real  situations  to  verify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psychological  scale  and qualitative  re-
search, and shows that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withdrawal personality can be extended
from college students and other groups to ordinary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in addition to struc-
tur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ogic, the study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cologic-
al logic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al ecosystem in childhood. Because withdrawal personality will directly
affect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robably lead to social structure tension of “semi-urbanization”, the future care and pro-
tec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ose children left-behind in preschool stage.

Keywords：left-behind experience；left-behind children；withdrawal personality；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
ers；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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